
 

 

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

颜银根，王光丽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不断回流、承接产业不断增加，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镇

化水平的加速发展。文章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使用 2011−2016 年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份（直辖

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安徽和河南的地级市数据做了稳健性检验，研

究结果表明：（1）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回流促进了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

区产业的承接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影响，形成了“循环累积效应”；

（2）如果只有劳动力回流或产业承接并不能促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只有劳动力回流与

产业承接形成交互影响，才能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这种“双转移”具有相互促进

的作用，其启示为：（1）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承接需要同步发展；（2）城镇化发展的提升需要回流劳

动力和产业承接的合力推进；（3）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的提升，需要依据产业梯度发展

的理论来推动；（4）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需要大力吸引外部资金尤其是外资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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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不断攀升，

部分制造业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颜银根，2017）。然而，由

于歧视性就业政策的存在，当城市的失业增加时，农民工失业会替代城镇居民的失业（章元等，

2011）。伴随着东部地区的隐性失业和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出现了大

量的回流。当前，产业和劳动力分别出现了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回流的“双转移”现

象，这也是近些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辜胜阻等，2013）。那么，产业和劳动力的“双

转移”是否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呢？

凭借着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低廉的要素价格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保税区和“飞

地”工业园区等载体，中西部地区从 2004 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以来批量地承接东部地区转移

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分得一杯羹。外资的引进给

地区的经济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内资的流入更是弥补了外资未能辐射的产业和地区

（赵新正和宁越敏，2009）。正因为如此，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大量地吸引外资和省外资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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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更加注重内资的流入以弥补本地产业发展的不足。以安徽省为例，仅在

2011−2016 年期间就利用省外资金 4.72 万亿，其中利用省外境内资金 4.30 万亿，利用外资

0.42 万亿。①产业承接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2005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提升了 9.51 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地区的工

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从 17.48% 上升至 21.87%，提升了 4.3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这一比重增加更

多，从 14.21% 上升至 19.33%，提升了 5.12 个百分点。②大量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会推动地区

的城市化发展（Young 和 Deng，1998；倪鹏飞等，2014），因而中西部地区有望通过资本的进入来促

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陈建军，2002；李娅和伏润民，201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部地区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时，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输

出的劳动力也开始出现了回流。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2017 年）数据显示，尽管中

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总量在这一时期时有增加，但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重则从 58.81% 持续下

降至 56.53%。究其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城市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和就业机

会减少，部分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因无法承受这些成本，进而导致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Todaro，

1969）。除了东部地区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等对劳动力所带来的“推力”之外，一些因素也会促使劳

动力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比如，回流的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并

获取了一定的技能，这些经历和技能增加了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这些人力

资本的增加，所以回流后的劳动力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方面都有更好的表现（石智雷和杨云彦，

2011；殷江滨和李郇，2012）。回流劳动力返乡的概率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回流的迁移成本相对

较低和情感等因素的考虑（佐藤宏和李实，2008）。但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回流劳动力选择从外省

向本省迁移，尤其是本省的省会城市。究其原因，回流劳动力考虑技能的匹配问题，回到农村地

区无法将自己的技能充分发挥，因而更加倾向于到非农部门工作，并由此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

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促进了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Zhao，2002；任远和施闻，2017）。

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的承接是相关联的，企业重新选择区位时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技能劳动

力以满足用工的需求，而回流劳动力则除了部分返回农村地区外，多数回流劳动力需要在当地

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颜银根，2017）。从“双转移”的数据看，资本要素更倾向于投入回流省

份，而劳动力回流显著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孙巍和刘智超，2017）。不仅如此，劳动力

回流同时带来了人力资本的补偿，从而促进了本地非农经济和创业的增长，为产业转移提供了

丰富的技能劳动力（任远和施闻，2017；颜银根，2017）。从现有研究看，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进一

步探究：第一，关于劳动力回流与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效应。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研究指出，劳

动力和资本在空间的流动会相互影响，从而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

除颜银根（2014）外，现有研究鲜有探讨劳动力与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效应”。劳动力的回流减

少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力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加，进而导致了那些对劳动力成本

敏感的企业选择迁移至中西部地区。而产业的转移也为回流劳动力在本地提供了高度匹配的工

作机会，在外部成本的推动下产业的转移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的转移形

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第二，关于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是否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

平提高。劳动力的回流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回流地区的就业人数从而

减低就业率，影响本地的城镇化过程。产业的转移可以吸引劳动力的回流，同时可能提供部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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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安徽省《安徽省统计年鉴》（2010−2017 年）以及安徽省合作交流办公室，由作者整理计算获得。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 年），由作者整理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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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尽管一些研究对外资是否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进行了研究（Zhang，2002；孙浦阳和武力

超，2010），但是这类研究并没有能够分析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是怎样的关系，更未能分析劳动

力的回流和产业承接是否共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是否形

成“循环累积效应”。其二，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这种“双转移”是否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部分，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劳动力

的回流如何影响产业转移，并最终影响到劳动力回流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

设定与数据说明部分，对本文的计量模型和数据进行详细说明；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部分，验证

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的“循环累积效应”，以及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的交互影响是否促进了

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五部分为全文的结论与启示部分。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假说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众多文献研究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循环累积”对产

业空间分布的影响（Pflüger，2004；Russek，2010）。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论模型假设：农

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存在效率损失和迁移成本，可以分析城镇化问题。

（一）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了 2×2×3 模型，即两地区、两部门和三要素模型。两地区分别为内陆地区和沿海地

区；两部门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非农部门；三要素是农民（LA）、工

人（LM）和资本（K）。其中：农业部门使用农民作为可变投入要素生产同质的农产品；非农部门使

用资本作为固定投入要素和工人作为可变投入要素，生产差异化的非农产品。与经典的新经济

地理学（Krugman，1991）“核心−边缘”模型相似，假设农产品在区域间贸易不存在成本，非农产品

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τ>1）。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假设农业部门在农村地区，

非农部门在城市地区。

（二）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类似于 Dixit 和 Stiglitz（1977）的做法，假设所有消费者同时消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并且消

费者效用函数为两层效用函数。上层效应函数为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组合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

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非农产品的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

U =Cµ

MC1−µ
A ,且CM = (

w N

0
x
σ−1
σ

i di+
w N∗

0
x
σ−1
σ

j d j)
σ
σ−1 （1）

U µ CA

CM xi x j

N N∗ σ

pA=1 Y

其中： 表示消费者的效用， 表示在消费者总支出额中对非农产品的支出， 表示消费者对农产

品的需求量， 表示消费者对非农产品组合的需求量， 和 表示单个消费者对本地和外地非农

产品的需求量， 和 表示两地区非农产品种类数， 表示任意两种非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①

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以农产品为计价物，则 。如果消费者将所有收入 全部用于消费，可

以得到预算约束函数：

PMCM +CA = Y,PM = (
w N

0
p1−σ

i di+
w N∗

0
p1−σ

j d j)
1

1−σ （2）

PM

N N∗

其中： 为非农产品组合的价格指数，由于非农部门为规模报酬递增部门，每个企业仅生产一种

商品。并且，每个企业使用单位资本作固定投入，因此， 和 同时也分别表示本地和外地的企

业数量。在预算约束条件（2）下最优化消费者效用函数（1），可以得到产品的需求量为：

  2020 年第 2 期

W① 本文研究中带上标*的变量表示与内陆地区相对应的变量，带上标 的变量表示经济系统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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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 µY/PM,CA = (1−µ)Y, xi = µY p−σi /(PM)1−σ, x j = µY(τp j)−σ/(P∗M)1−σ （3）

将（3）式代入（1）式，得到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V = µµ(1−µ)1−µY/(PM)µ （4）

（三）生产者行为

LA假定初始阶段内陆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总量为 ，但是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因而存在劳

动力的隐性失业并导致效率损失。类似于倪鹏飞等（2014）和颜银根（2017）的研究，设定农业劳

动力的有效率为 θ（θ≤1）。由于效率的损失，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生产单位农产品分别需要使

用 αA/θ 和 αA
*/θ*单位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得到两地区的农业成本函数有：

CA = aAwA xA/θ,CA
∗
= a∗Aw∗A x∗A/θ

∗ （5）

pA = aAwA/θ pA
∗ = a∗Aw∗A/θ

∗

wA/θ=w∗A/θ
∗

w = wA/θ w∗=w∗A/θ
∗ wA/θ=w∗A/θ

∗ w = w∗

w∗A = w = w∗ wA = θ

其中：农业部门为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农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即 和 。

采 用 新 经 济 地 理 学 （ Krugman， 1991） 的 假 设 ， 设 定 两 地 的 农 业 技 术 相 同 并 进 行 单 位 化 ， 则

αA=αA
*=1。由于农产品在区域间的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因而两地区的农产品价格应该相等，从

而有 。而当地区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地区的工人和农民的工资水平将会相等。由

、 和 可知，两地区工人的名义工资始终相等，即 。在不失一般性

的情况下，假设沿海地区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阶段，从而沿海地区农民和工人的工资相等，因而有

。内陆地区由于存在效率损失，因而农民的工资为 。

aM假定非农部门使用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使用 单位工人（含农民工）作为可变投入生产

非农产品。非农部门为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行业，非农产品的成本函数设定为：

fi = r+aMwxi （6）

r xi i

πi = pi xi− (r+aMwxi)

其中： 为资本的收益， 为 企业的产量。根据企业的成本函数（6）式，可以得到企业利润函数

，由利润最大化和企业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

p =
σ

σ−1
aMw, x =

r(σ−1)
aMw

（7）

而由（6）式，根据谢泼德（1953）引理，可以得到两地区的工人需求量分别为：

LM = (σ−1)Nr,L∗M = (σ−1)N∗r∗ （8）

（四）均衡分析

本文研究中假设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在空间自由流动，因此，均衡时需要考虑要素资本在

空间收益是否相等以及劳动力在两地的福利水平是否相同。假设资本在两地区分散投资，因而

无论是否均衡，两地区的人均资本收益始终保持相等。而由于本文分析劳动力空间流动问题和

产业问题，因而本文研究中需要对劳动力的流动进行分析，从而采用短期均衡的分析方法。

1. 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本文假设劳动力在空间流动需要支付迁移成本，劳动力可以同时用

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在劳动力供求均衡时，劳动力的需求来源于两地区的农业和非农部门：

LW=(σ−1)(Nr+N∗r∗)+LA+LA
∗ （9）

KW=N +N∗

r = r∗

λ kλ k > 1 θ < 1−λ
θ=1−λ

(1−λ)/(PM)µ=(1− kλ)/(P∗M)µ

同样，资本在空间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市场供求均衡时始终有 。由于企业使用单

位资本，资本的数量就相当于企业数量，因此为简化起见，下文研究中采用企业数量来分析资本

问题。资本的流动速度相对较快，短期均衡时两地区的资本收益相等，即 。在不失一般性的

情况下，假定农业劳动力就地迁移的成本为 ，迁移到沿海地区的成本为 ， 。只要 ，

内陆地区农业劳动力总是会向本地非农部门转移，从而就地城镇化过程得以持续，直到 。

而劳动力在两地区迁移均衡时 。只要劳动力出现回流，则始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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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λ)/(PM)µ > (1− kλ)/(P∗M)µ （10）

L∗此外，劳动力出现回流即意味着沿海地区的总劳动力数量 出现了下降。均衡时有：

L∗ = LW −LA−LM （11）
2. 产品市场均衡。由于内陆地区农业劳动力存在效率损失，因而农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时有：

(1−µ) EW = LAθ+LA
∗ （12）

非农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时，某种非农产品的供给等于需求。根据（3）式和（7）式，考虑冰山贸

易成本，可以得到： 
σr =

µEW

NW
[

θE

θN +ϕ(1− θN)
+ϕ

(1− θE)
(1− θN)+ϕθN

]

σr∗ =
µEW

NW
[

(1− θE)
(1− θN)+ϕθN

+ϕ
θE

θN +ϕ(1− θN)
]

（13）

ϕ=τ1−σ ∈ [0,1] θE θN

r = r∗
其中： 为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 为内陆地区的支出份额， 为内陆地区的非农

产业份额。短期均衡时 ，根据（13）式可得：

θN − (1/2) =
1+ϕ
1−ϕ (θE −1/2) （14）

将（14）式代入（13）式，可以得到均衡时资本的收益：

σr =
µEW

NW
（15）

而根据（9）式、（11）式和（14）式，得到内陆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为：

LA=
1

1− θ (LW − σ−µ
σ

EW) （16）

同样，根据（8）式和（14）式，得到内陆地区的工业劳动力的数量为：

LM = θN(σ−1)µEW/σ （17）

θE此外，根据 、（8）式、（14）式、（16）式和（17）式：

(1−ϕ)θN+ϕ

1+ϕ
=
σ(1− θ)θNµEW + θ[σLW − (σ−µ)EW]

σ(1− θ)EW
（18）

EW

其中：上式等号左边为产品供求均衡时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即从产品供给角度出发消费支出所

受到的约束；上式等号右边为地区消费支出，分子第一项为工业劳动力消费支出部分，第二项为

农业劳动力的消费支出部分。对（18）求解， 满足：

EW =
σθ(1+ϕ)LW

{(1− θ)[(1−µ)−ϕ(1+µ)]θN +ϕ+ θ}σ−µθ(1+ϕ)
（19）

ϕ < (1−µ)/(1+µ)
很显然，经济系统中的总支出始终大于 0，这就要求（19）式的分母始终大于 0。为了确保产

业承接存在，因而始终要求 。

（五）城镇化率与劳动力回流

而根据上文的分析，劳动力已经出现了回流。将（16）式和（17）式代入（11）式可得到：

L∗ =
θLW{σ[(1+ϕ)− (1−ϕ)θN]−µ(1+ϕ)(1− θN)}

σ{(1− θ)[(1+µ)ϕ− (1−µ)]θN + θ(1+ϕ)}−µθ(1+ϕ)
（20）

由（20）式可以求得：

θN =
θ(1+ϕ)(µ−σ)(LW −L∗)

σ{(1− θ)[(1+µ)ϕ− (1−µ)]L∗+LWθ(1+ϕ)}+LWµθ(1+ϕ)
（21）

L∗对（20）式求关于 的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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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θN

dL∗
=

(σ−µ)(1+ϕ)θLW{µθ(1+ϕ)+σ[(1− θ)(1+ϕ)µ− (1−ϕ)]}
{σ{(1− θ)[(1+µ)ϕ− (1−µ)]L∗+LWθ(1+ϕ)}+LWµθ(1+ϕ)}2

（22）

ϕ < (1−µ)/(1+µ)
dθN/dL∗ < 0 dL∗/dθN < 0

根据上文可知，产业承接出现时有 。在满足这一条件时，则根据（22）式得到

，即劳动力的回流会引起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而根据（20）式，此时存在 ，

即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会引起劳动力的回流。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研究的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 1：劳动力的回流会促进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的承接

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影响，形成“循环累积效应”。

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城镇化的定义，城镇化率为地区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据此，本文

设定内陆地区的城镇化率为：

η = 1− LA

LA+LM

（23）

将（16）式和（17）式代入，可以得到：

η=
µθ(σ−1)(1+ϕ)

µθ(σ−1)(1+ϕ)+σ[(1−µ)−ϕ(1+µ)] （24）

θ ϕ < (1−µ)/(1+µ) dη/dθ > 0 k > 1

λ θ=1−λ θ

λ

ϕ < (1−µ)/(1+µ)

对（24）式求关于 的导数，只要 时， 。而由于 ，根据（10）式可知，

产业一旦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则要求 下降。同时依据 可知，此时始终有 变大。

换言之，内陆地区的产业承接，导致 下降，内陆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农业生产效率

得到提升，内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得到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

还是产业承接，都要求 。这就表明，如果只是有劳动力的回流或者产业承接，则

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未必能够提高，即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的承接共同促进

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因此，得到本文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 2：劳动力的回流促进了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又会吸引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回

流和产业转移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内陆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近些年，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出现了大量回流、承接大量相关的产业，并且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那么，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是否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呢？

上文的理论假说指出，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会共同促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的

实证研究主要论证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承接能否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针对理论假说，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论证：（1）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承接是否相互促进，形

成“循环累积效应”；（2）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承接是否形成交互影响，最终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

镇化发展。为此，本文首先设定第一组检验模型，以验证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是否形成相互促

进的作用，于是有： {
ln BLs,t = β0+β1 lnT Is,t + ξs,t

lnT Is,t = γ0+γ1 ln BLs,t + ζs,t

（25）

BLs,t t s T I ξ ζ其中： 为 年 地区的回流劳动力数量， 为产业转移数量； 和 为误差项，假定服从独立同分

布。在具体检验是否存在循环累积效应时，研究中加入了滞后项进行分析。此外，本文研究中重点

分析劳动力回流与产业转移是否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因此设定第二个计量模型：

URs,t = κ0+ κ1 ln BLs,t + κ2 lnT Is,t + κ3 ln BLs,t × lnT Is,t+
⇀

κ lncontrols,t +εs,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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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t s t ε control

lnGDP ln FIX lnOPEN

ln EDU ln MED

其中： 为 地区 年的城镇化水平， 为误差项，假定服从独立同分布。 为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 ）、对外开放程度（ ）、教育发展

水平（ ）以及医疗发展水平（ ）等。

（二）变量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包括 2011−2016 年期间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

2012−2016 年期间河南和安徽两省 3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①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化

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占地区常住人口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主要解释变量为回流劳动力与承

接的转移产业交互项。其中：回流劳动力采用“地区本年常住人口−上一年的常住人口×（1+自然

增长率）”。由于承接产业只有部分省份和地级市公布，因而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1）省

份层面的数据使用省份的工业增加值代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7 年），虽然这

一数据并不是承接产业较好的替代变量，但使用省份层面的数据可以从整体上判断中西部地区

的趋势；（2）使用河南、安徽两省份的省外和外资投入的资金数据。其中：河南省数据来源于《河

南统计年鉴》（2012−2017 年），安徽省数据来源于安徽合作交流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安徽省各市

利用省外资金和境外资金情况统计》等资料。常住人口数据和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2012−2017 年）、《安徽统计年鉴》（2012−2017 年）、《河南统计年鉴》（2012−2017 年）以

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7 年）等年鉴。②

除了主要的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的遗漏也会引起计量结果的偏误。为此，本文研究增加了

以往研究常用的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蒋耒文和考斯顿，2001）、固定投资总

额（王建康等，2015）、对外开放度（蒋耒文和考斯顿，2001）、医疗和教育（洪银兴和陈雯，2000）等。

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投资总额等数据直接来源于相关的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采用地区

的进出口总额和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再除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省份面板中教育水

平采用地区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7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中

采用高等院校和中专的在校人数，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12−2017 年）和《河南统计年

鉴》（2012−2017 年）；医疗水平采用医疗机构床位数的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

年鉴。③

（三）数据初探

从近些年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现状看，劳动力回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

的劳动力大省，长期以来保持着劳动力输出的快速增长，主要流向江浙沪地区。但是近些年来，

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外出劳动力人口回流的趋势明显。如表 1所示，尽管

2011−2016 年期间安徽省的户籍人口逐年增加，但是外出总人口数减少了，尤其是 2011−2014 年

期间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在安徽省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报告中，我们也发现外出人口中大部分劳

动力因无法负担外地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最终会选择回归家乡。与此同时，省外城市对这些外出

劳动力的吸引力（如工资、工作机会、发展前景等）也渐渐变弱，其原因包括：本文探讨的地区城

市化进程加快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家乡工作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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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南省地级市数据不包括省直管县数据。安徽省在 2015 年出现了一些行政区划的调整，但本文使用的数据均为调整前的数据，已经

与安徽省统计局核对无误。

② 中西部地区的其他省份都没有公布利用省外资金的情况，无法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研究的地级市数据采用安徽省和河南

省的数据。整体而言，安徽省和河南省是我国劳动力回流、承接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拥有多个产业承接示范区和新型城镇

化示范区，符合本文研究的需要。

③ 在本文的地级市数据中，采用在校高等院校和中专学生数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地级市高等院校

的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甚至没有高等院校；（2）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的在校生不分高等院校生和中专生，仅河南省满足这一分类要求，但数据量

太少，不满足计量经济建模的最低样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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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16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外出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户籍人口数 6 876 6 902 6 929 6 936 6 949 7 027

外出人口数 2 155.59 1 726.87 1 697.49 1 541.84 1 560.08 1 559.99
　　注：户籍人口为公安户籍统计数，常住人口为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表 1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在 2012 年至

2017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每年外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乘上每年户籍总人口获得，该数据和计算方式均与安徽省统计局

核实，符合安徽省劳动力外出人口的趋势。
 
 

安徽省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产业承接省份，在 2010 年规划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不论是承接 FDI 或是汲取省外资金都有着显著的进展。安徽省合作交流办公室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1−2016 年期间安徽省新建大项目数量与到位资金逐年攀升，短短六年时间内外商直接

投资资金增长了 129.12%、省外到位资金增长了 137.01%（详见表 2）。大量工厂、企业的新增，不

仅提高了安徽省的生产与制造能力，同时也为当地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表 2    2011−2016 年安徽省利用省外资金和境外资金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外商直接投资 428.1 545.3 661.9 758.0 848.3 980.9

省外到位资金 4 178.5 5 268.4 6 796.7 7 942.4 8 968.8 9 903.3
　　注：表 2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合作与交流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年度利用资金情况表，FDI 数据均根据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后以人民币

为单位。
 
 

安徽省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近几年无论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是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都有着明显的提高。表 3 给出了安徽省 2011−2016 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从

表 3 可以看出这一期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大幅提升。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

7.1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增加了 6.59%。
 

表 3    2011−2016 年安徽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4.80 46.50 47.86 49.15 50.50 51.99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2.93 22.89 22.92 22.93 27.58 29.52

　　注：表 3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统计年鉴》（2012−2017 年）。
 
 

由表 1 至表 3 的数据可见，安徽省的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都有显著的

增加。那么，这种“双转移”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为此，图 1 给出了 2011−2016 年期间中西部

地区 18 省份的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交互项与城镇化水平的散点图，图 2 给出了 2011−2016 年

期间安徽省和河南省两省 33 个地级市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交互项与城镇化水平的散点图。由图 1
和图 2 大致可以判断，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对城镇化水平有着一定的影响。至于两者交互项是

否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则依据下文的实证分析。

四、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上文理论研究和数据趋势都表明，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且两者

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共同影响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本部分采用多重固定效应对两个待检验假

说进行实证分析，并作稳健性检验。

（一）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

表 4 给出了 2011−2016 年期间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份的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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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采用最小二乘法稳健性分析。模型（4.1）和（4.2）以地区的产业承接作为被解释变量，

地区的劳动力回流作为解释变量；模型（4.3）和（4.4）以地区的劳动力回流作为被解释变量，地区

的产业承接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模型（4.2）和（4.4）中选择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考察上一期对本期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本期和上一期的劳动力回流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的产业

转移，其系数分别为 0.2672 和 0.3104。同样，本期和上一期的产业承接同样能够吸引劳动力的回

流，其系数分别为 0.4341 和 0.3827。这就表明，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劳动力的回流会对产业承接产生正向的反馈，同时产业承接也会对劳动力的回流产生正向的反

馈。当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相互之间产生正向反馈时，尤其是滞后期存在影响时，这种相互的

正向反馈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联系。换言之，新经济地理学中所强调的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迁

移的“循环累积因果”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由此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说得以验证。

受数据限制，表 4 中产业转移的代理变量采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但这并非十分理想的代

理变量。不过所幸的是，2011−2016 年安徽省和河南省两省份不仅公布了劳动力数据，同时还公

布了各地级市的省外资金和外资的流入数额，这也为本文研究的产业承接提供了更为合理的代

理变量。为此，表 5 中进一步采用 2011−2016 年安徽、河南两省 3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

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相互影响的结果。

与表 4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期的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都会产

生影响。所不同的是，上一期的劳动力回流对本期的产业承接影响并不显著。但由于上期的产

表 4    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的相互影响（省级层面 OLS 稳健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4.1） （4.2） （4.3） （4.4）

lnT I ln BL

ln BL 0.2672***（0.0476）

ln BL−1 0.3104***（0.0470）

lnT I 0.4341***（0.0624）

lnT I−1 0.3827***（0.0613）

常数项 5.2190***（0.1441） 5.2180***（0.1434） −0.9503***（0.3411） −0.6629**（0.3338）

观察值 266 247 266 256

R2 0.1160 0.1608 0.1160 0.0914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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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16 年中西部 18 省份双转移“循环累

积”效应与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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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6 年安徽和河南省 33 个地级市双转

移“循环累积”效应与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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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接对本期的劳动力回流产生正向的反馈，而本期的劳动力回流也会对本期的产业承接产生

正向的反馈，因而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安徽和河南两省份仍然

是普遍存在的。

本文的理论研究重点分析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关于劳动力回流和

产业承接的实证研究中无须进行因果关系的判定。由表 4 和表 5 的回归结果看，在 10% 的显著

性水平下，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存在相互的影响。根据理论假说 1 和上述实证

检验结果，可得到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结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影响，形

成“循环累积效应”。
 

表 5    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的相互影响（地级市数据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5.1） （5.2） （5.3） （5.4）

lnT I ln BL

ln BL 0.0783*（0.0447）

ln BL−1 0.0727（0.0452）

lnT I 0.6967*（0.3556）

lnT I−1 0.6842**（0.3151）

常数项 6.2524***（0.0702） 6.3171***（0.0764） −4.6694**（2.2509） −4.4740**（1.9426）

观察值 77 58 77 77

R2 0.0546 0.0578 0.0546 0.0631
 
 

（二）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回流的劳动力一方面会增加当地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也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合适的劳动

力。而承接的产业虽然会增加地区的就业，但也有可能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回流，由此造成劳动

力市场竞争加剧。因此，承接产业对当地的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如何，尚需检验。

按照本文的理论假说，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的承接会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

升。表 6 给出了 2011−2016 年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份的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对地区城镇化影响

的回归结果，研究中仅保留了劳动力回流值为正的数值，并且采用了省份−年份双固定效应。由

表 6 的回归结果看，劳动力回流和产业承接并未直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只有两者的交互项

促进了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这一结论与理论假说 2 是一致的。这一结果在增加控制变量后

无论是显著性还是数值都没有较大变化，结果较为稳健。

表 6    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省级层面 OLS 稳健性分析）

（6.1） （6.2） （6.3） （6.4） （6.5） （6.6）

ln BL× lnT I 0.0009** 0.0010** 0.0010** 0.0005 0.0011* 0.0011*

（0.0004） （0.0005） （0.0005） （0.0004） （0.0006） （0.0006）

ln BL −0.0048** −0.0058** −0.0058** −0.0035* −0.0067** −0.0070**

（0.0021） （0.0023） （0.0023） （0.0018） （0.0031） （0.0032）

lnT I −0.0028* −0.0044** −0.0045*** −0.0019 −0.0029* −0.0027*

（0.0016） （0.0016） （0.0016） （0.0014） （0.0014） （0.0014）

lnGDP 0.1061*** 0.1078*** 0.0577** 0.0497 0.0512

（0.0267） （0.0257） （0.0279） （0.0313） （0.0306）

ln FIX −0.0043 −0.0153 −0.0019 −0.0219

（0.0323） （0.0219） （0.0221） （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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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与上文情况相类似，表 6 中产业承接的代理变量并非十分合理。为此，表 7 进一步采

用安徽省和河南省 33 个地级市承接省外和国外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 7 的回归结果看，

产业承接和劳动回流的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仍然较为显著，其系数大于省份层面的

数据。在增加了地级市的相关控制变量以及地级市和年份虚拟变量后，表 7 的结果表明劳动力

回流和产业承接仍然可以促进安徽和河南两省 33 个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这一结果说明表 6

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结合表 6 和表 7 的研究结果以及本文的理论假说 2，可以得到本

文研究的第二个结论：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承接共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续表 6    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省级层面 OLS 稳健性分析）

（6.1） （6.2） （6.3） （6.4） （6.5） （6.6）

ln EDU 0.0799*** 0.0728*** 0.0687***

（0.0175） （0.0178） （0.0191）

lnOPEN 0.0603* 0.0633**

（0.0307） （0.0302）

ln MED −0.0060

（0.0052）

常数项 0.3738*** −0.6094** −0.6245 −0.3042 −0.0149 −0.2152

（0.0181） （0.2430） （0.4083） （0.3273） （0.1716） （0.3054）

观察值 68 68 68 68 62 62

R2 0.9952 0.9965 0.9966 0.9980 0.9984 0.9985

省份固定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7    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地级市数据稳健性检验）

（7.1） （7.2） （7.3） （7.4） （7.5） （7.6）

ln BL× lnT I 0.0103 0.0128 0.0117** 0.0117** 0.0121** 0.0124**

（0.0070） （0.0077） （0.0056） （0.0056） （0.0050） （0.0054）

ln BL −0.0777* −0.0928* −0.0851** −0.0853** −0.0876*** −0.0901**

（0.0449） （0.0490） （0.0357） （0.0358） （0.0317） （0.0337）

lnT I −0.0730 −0.0584 −0.0298 −0.0338 −0.0355 0.0250

（0.0882） （0.0823） （0.0788） （0.0790） （0.0736） （0.0618）

lnGDP −0.1981 0.0462 0.0503 0.1294 0.2657***

（0.1583） （0.0995） （0.1028） （0.1029） （0.0923）

ln FIX −0.3052*** −0.3029*** −0.3268*** −0.2162**

（0.0984） （0.0990） （0.1062） （0.1040）

ln EDU −0.0113 −0.0264 −0.0202

（0.0372） （0.0214） （0.0277）

lnOPEN 0.0721** 0.0565**

（0.0296） （0.0272）

ln MED −0.3556***

（0.1305）

常数项 0.7287 2.8841* 3.0425** 2.5754** 3.1142** 4.4135***

（0.4479） （1.6100） （1.3908） （1.2523） （1.4129） （1.0929）

观察值 77 77 77 77 7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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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表 6 和表 7 的

结果充分表明：劳动力的回流和产业承接共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升。但值得一

提的是，本文研究中关于劳动力回流或产业承接单独实现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尚待解

释，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表 6 和表 7 也可以得出。由表 6 和表 7 的结果看，如果考虑交互影响，那

么可以看到无论是劳动力回流还是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负向反馈。

换言之，当且仅有劳动力回流或产业承接时，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是难以得到发展的，只有劳动

力回流与产业转移的相互促进，才会对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有正向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劳

动力回流对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为负，更有可能是因为本地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所致；产

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为负，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缺乏相应的技能劳动力来

满足用工需求所致。

五、结论与启示

自 2005 年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跨地区转移逐

年增加。从 2010 年起，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了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湘南、湖北荆州、

江西赣南、重庆沿江、广西桂东、内蒙古赤峰等一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整体而言，产业

转移示范区的工业经济普遍得到快速发展、地区劳动力快速回流、城镇化率不断攀升。本文通过

构建空间均衡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并提出两个研

究假说：（1）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促进，形成“循环累积效应”；（2）劳动力回流与产业转移

交互影响，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提升。使用 2011−2016 年中国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和安徽、河南两省 3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的理论

假说，即劳动力和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双转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并且共同促

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劳动力的回流需要与产业承接同步发展。从 2010 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

愈发明显，这主要是源于东部地区的生产成本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多

数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回流只是短暂的现象，并没有持续。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地区

并没有相应的产业来满足回流劳动力在本地就业的需求。反观那些劳动力持续得到回流的省份

如安徽省、河南省、四川省等，不断地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形成了强有力的承接转移产业

示范区，劳动力的转移与产业承接形成了良性循环，相互促进同步推进。

第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提升需要回流劳动力和产业承接的合力推进。如果只有劳

动力的回流，那么回流劳动力无疑会增加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如果只有产业的承接，转移的

企业未必能够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劳动力，甚至为此花费高额的培训费用，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竞

争力。没有产业的城镇化是没有根基的城镇化，盲目的城镇化只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和“伪

城镇化”。只有回流的劳动力和产业承接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地实现“人、产业与城”合三为一的

目标，真正地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三，依据产业梯度发展来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梯度发展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升

级。如同产业转移那样，城镇化的发展同样会存在梯度问题。产业转移的梯度主要源于企业迁

 

续表 7    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地级市数据稳健性检验）

（7.1） （7.2） （7.3） （7.4） （7.5） （7.6）

R2 0.9428 0.9465 0.9607 0.9607 0.9652 0.9775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颜银根、王光丽：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

•  93  •



移的成本，而城镇化的梯度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存在成本。伴随着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中西

部地区大力发展本地工业，进而带动了本地的城镇化水平提升。而大量劳动力回流形成的知识

溢出和产业梯度转移带来的产业升级也为地区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支持，进一步推动了

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第四，中西部地区需要大力吸引外部资金尤其是外资的流入。外资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占据十分有利的条件，并且近

几年外资已有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情况，但是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并且有拥有大量

高素质的技能劳动力，因而其在这一轮的产业转移中仍然有着一定的竞争力。我国《关于积极有

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2018）也提出了“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

地区”，这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 58%，但是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率尚未达到 50%。与东部沿海地区 70% 甚至更高的城镇化率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如果说东

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需要质量化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数量

化发展。产业和劳动力要素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回流的“双转移”是当前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中西部地区需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去发展城镇化（辜胜阻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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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f Labor Forc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and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Yan Yingen,  Wang Guangli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

Summa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oastal areas, the cost of

labor factor and land factor in coastal areas is increasing, thus som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tart to transfer

from coastal area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Meanwhile, rural-urban labor begins to return for living

cost and the unemployed rate increases.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amount of labor has returned and industries

have transferred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per-

formance of these regions.

This paper uses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to analyze how rural-urban labor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y the “circulating cumulative effect”, and why it can increase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2011 to 2016 to analyze the

fixed effect, and uses the data of Anhui and Henan to test the robust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

turn of labor forc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romote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coastal area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ll promote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will influence each other, forming

a “circulating cumulative effect”. （2）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lone or industrial undertaking alone cannot

promot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nly when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form an interactive effect, can they jointly promot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

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enlightenment of “double transfer” is that: （1）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in-

dustrial undertaking need to develop simultaneously. （2）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needs to be pro-

moted by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3）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 to be promot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gradient development.

（4）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s to vigorously attract the inflow

of external funds, especially foreign capital.

Key words:  return of labor forc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urbanization； circulating cumul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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